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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人形陶器是中国西北地区史前时期独具特色的一类器物。在中国西北地区，这类器物从
公元前 4500 年一直延续至公元前 1500 年。在世界其他地区，人形陶器最早出现于西亚。东南欧出土的人
形陶器数量众多且种类丰富，类型与中国的人形陶器最为相似。但从制作传统和最终流向看，西亚和东南
欧人形陶器的制作受到泥塑人像的影响，最终作为葬具使用。中国西北地区人形陶器的制作则受到陶人面
具的影响，并且在商周时期，这一造型技术在青铜器上延续，是人类社会实践的反映，是人类社会生活的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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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thropomorphic pottery is a distinctive type of artifacts from the prehistoric period in Northwestern China． In

Northwestern China，this type of artifacts has been present from around 4500 BC to 1500 BC．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an-
thropomorphic pottery first appeared in West Asia． Southeastern Europe has produced a large and varied body of anthropomor-
phic pottery，the types of which are most similar to those found in China． However，in terms of manufacturing traditions and ul-
timate usage，the anthropomorphic pottery in Western Asia and Southeast Europe were influenced by clay figurines，which were
eventually used as burial objects． While，the anthropomorphic vessels in Northwestern China were influenced by clay masks，
and during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this stylistic technique continued onto bronze artifacts． Furthermore，these artifacts
serve as reflections of practices and also records of social life in ancient times．

“人形陶器”指具有人的特征，如器表浮雕人像、器纽塑造成人头或器身模仿人形的一类器物。
人形陶器最早出现在西亚①。在东南欧，其出土的数量众多且种类丰富②。在西方考古学术语中，
此类器物被称为“anthropomorphic vessels”。在东亚，日本也出土了类似的器物，日文文献中称之为
“人物造型品”。
随着中国史前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中国西北地区陆续出土了一些人形陶器。因为这类陶器特

殊的造型，自出土以来就引起了国内外诸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最早的研究者是 20 世纪 20 年代前
往中国甘肃做调查的瑞典人安特生，他在甘肃收集和购买了 3 件人头形陶器盖。安特生认为，它们
是藏骨瓮的盖子，与宗教仪式有关③。国内有关人形陶器的研究兴起于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研究
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器物类型及其发展演变，如张朋川认为甘青地区陶塑题材始于仰韶文化时

期，盛行于马家窑文化时期，齐家文化时期风格多变④ ; 二是人形陶器上的细节问题，如性别、民
俗等，学者们提出人形陶器上的人物性别有双性、女性、男性和性别模糊的观点，如曲枫依据萨满
身体变形和变性理论，认为青海柳湾出土的人形陶器上塑造的是双性人，该陶器是死亡萨满生前使

用的神器，代表着萨满的第二个身体⑤，披发黥面体现了羌族的习俗⑥ ; 三是人形陶器的内涵解读，

学者们的主要观点有宗教祭祀、生殖崇拜、母神崇拜、祖先崇拜和巫术活动，这些研究对器物特征
的描述过多而忽视出土情景，解释上也囿于母神崇拜和巫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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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形陶器作为人物与陶器相结合的一类物品，既体现了史前人类的陶塑工艺和审美情趣，又反

映了史前人类的生活情况和信仰情况。本文旨在梳理中国西北地区出土的人形陶器材料，在比较研
究视角下，追溯此类器物的来源，并运用后过程考古学中的物质性理论阐释其内涵。

一、人形陶器的分布与类型

中国西北地区史前时期的人形陶器主要出自陕西、甘肃和青海三省。陕、甘、青境内有黄河及
其支流渭河、洮河、大通河流经。主要的考古学文化有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石岭下类型、马家
窑文化、宗日文化、半山文化、马厂文化、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出土人形陶器的遗址有南郑龙岗
寺⑦、高陵杨官寨⑧、秦安大地湾⑨、秦安焦家湾、秦安寺嘴坪、天水师赵村⑩、天水柴家坪、兰
州华林坪、庆阳高庄、武山傅家门�11、岷县山那树扎�12、甘南卓尼木耳乡、礼县高寺头、东乡林
家�13、永靖大何庄�14、永昌鸳鸯池�15、青海大通后河子、青海民和山城、青海柳湾�16、同德宗日�17

和玉门火烧沟�18等。具体分布如下 ( 图一) 。

图一 中国西北地区出土人形陶器的遗址分布图

1. 高陵杨官寨 2. 南郑龙岗寺 3. 庆阳高庄 4. 礼县高寺头 5. 天水师赵村 6. 天水柴家坪 7. 秦安焦家湾 8. 秦安寺嘴

坪 9. 秦安大地湾 10. 武山傅家门 11. 岷县山那树扎 12. 卓尼木耳乡 13. 东乡林家 14. 永靖大何庄 15. 兰州华林坪
16. 民和山城 17 青海柳湾 18. 大通后子河 19. 同德宗日 20. 永昌鸳鸯池 21. 玉门火烧沟

从目前公布的资料看，西北地区出土的人形陶器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延续至青铜时代早期。
年代最早的 1 件人形陶器为大地湾二期遗物，约公元前 4500 年。年代最晚的 1 件人形陶器出土于玉
门火烧沟遗址，约公元前 15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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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新石器时代晚期 ( 公元前 5000—公元前 3500 年)

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有半坡文化和庙底沟文化。半坡文化的遗存主要分
布在六盘山西侧的渭水上游和西汉水上游。庙底沟文化又称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西北地区庙底沟
文化遗存集中分布在陕西中部、甘肃中南部和青海东北部地区。出土人形陶器的典型遗址有秦安大
地湾、礼县高寺头和高陵杨官寨。这一时期的人形陶器有以下三类。
( 1) 器口处塑造人面。秦安大地湾遗址出土的人形陶器，器物形制为鼓腹陶罐，器身彩绘弧

线、三角和花瓣纹。人面轮廓清晰，五官镂空，神态逼真 ( 图二，1) 。南郑龙岗寺遗址也出土了同
类器物。
( 2) 器表浮雕 ( 镂空) 人面。高陵杨官寨遗址出土的 1 件陶盆，其上镂空人面 ( 图二，2) 。
( 3) 器纽处塑成人面。天水柴家坪遗址出土的 1 件人面残片，五官镂空，表情逼真，耳部穿

孔，似佩戴耳饰 ( 图二，3) 。
从出土情况看，有 2 件器物出土于墓葬，有些出土于灰坑，多数出土情境不详。

( 二) 铜石并用时代 ( 公元前 3500—公元前 1900 年)

西北地区铜石并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有石岭下类型、马家窑文化、宗日文化、半山文化和马厂
文化。石岭下类型主要分布于渭水上游中、西部地区。马家窑文化以渭河上游为分布中心。宗日文
化分布在以共和盆地为中心的青海省东部。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主要分布于甘肃中部和青海东部。
出土人形陶器的典型遗址有武山傅家门、东乡林家、天水师赵村、同德宗日、永昌鸳鸯池和青海柳
湾。这一时期的人形陶器出土的数量最多，种类也最为丰富，具体如下。
( 1) 器口处塑造人面。不同于前一阶段，这一时期的人面彩塑而成，注重表现眼部特征。如彩

绘勾勒出眼睫毛、眼眶周围绘圆圈纹、眼睛下方彩绘线条表示流泪状。器身彩绘弧线、圆点纹、圆
圈纹、网格纹或蛙纹。从出土情境看，除 2 件器物出土于柳湾墓地外 ( 图二，4 ) ，其余出土情境

图二 中国西北地区出土及采集的人形陶器

1. 秦安大地湾 2. 高陵杨官寨 3. 天水柴家坪 4. 青海柳湾 5. 天水师赵村 6. 甘肃临洮采 7. 甘肃东乡采 8. 永昌鸳鸯

池 9. 甘肃靖远采 10、11. 玉门火烧沟

·05·



不详。
( 2) 器表浮雕人物。师赵村第五期出土了 1 件陶器，陶器上的浮雕人物呈动态姿势 ( 图二，

5) 。
( 3) 器纽处塑成人头。器物形制有鼓腹陶罐、筒形陶罐、陶碗和陶勺。从人物特征上看，仅塑

造出人头，人面五官戳印、镂空或捏塑而成。面部通常有彩绘线条装饰。耳部下方通常会穿孔，似
佩戴耳饰。典型的器物有马家窑文化的人头陶勺和半山文化、马厂文化的人头陶盖 ( 图二，6、7) 。
除永昌鸳鸯池墓葬出土的 2 件器物外 ( 图二，8) ，其他出土情况均不详。

( 三) 青铜时代早期 ( 公元前 1900—公元前 1500 年)

西北地区青铜时代早期的考古学文化有齐家文化 ( 晚期) 和四坝文化。
齐家文化晚期主要分布在甘肃大部、青海东部、宁夏南部，向东扩展至陕西渭河中下游地区。

齐家文化共发现 5 件人形陶器，其中 2 件出土于永靖大河庄遗址 ( 约公元前 1700 年) ，其余分别藏
于甘肃省博物馆、白银市博物馆和甘谷县博物馆。4 件为陶器盖，在器纽处塑人头，人面捏塑而成，
眼睛戳印呈小圆孔 ( 图二，9) 。1 件为素面人足形器。
四坝文化分布于河西走廊西段。玉门火烧沟遗址出土了 3 件人形陶器，该遗址的年代为公元前

1800—公元前 1500 年。人形陶器的底部塑造人足或整个器物塑造成人形 ( 图二，10、11) 。
综上所述，中国西北地区出土的人形陶器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主要沿渭河流域呈东西分布。到了

铜石并用时代，人形陶器分布在渭河、洮河和大通河流域，整体呈西北向分布。至青铜时代早期，
人形陶器逐渐向西分布至河西走廊西段。从器物塑造特征上看，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人形陶器人面五
官主要镂空塑造。铜石并用时代的人形陶器以彩塑人面为主，表现形式也最为丰富。青铜时代早期
的人形陶器人面制作粗糙，新出现了人足和人体形陶器。

二、人形陶器的来源

人形陶器虽然出土的总数不多，但也是一个世界性文化现象，在西亚、东南欧等地都可见。本
节通过不同地区此类器物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总结其相似性和差异性，进而对中国出土的人形陶器

的起源，以及发展过程中可能受到的影响做进一步分析和探讨。
西亚是农业起源地之一，也是文明最早的诞生地之一。西亚史前时代经历了哈苏纳文化、萨马

拉文化和哈拉夫文化的发展序列。西亚出土的人形陶器数量虽不多，但延续时间比较长，从哈苏纳
文化一直延续至哈拉夫文化，即从公元前 7 千纪延续至公元前 6 千纪。西亚年代最早的人形陶器出
土于乌姆·达巴吉亚 ( Umm Dabaghiyah) 和索托土丘 ( Tell Sotto) 。主要有两类: 一类为器表浮雕
人物，人头呈棒状，身体呈小提琴形状，双手上举，似在舞蹈 ( 图三，1) ; 另一类为器纽处塑成人
头，表现出眼睛、鼻子和嘴部。哈苏纳土丘 ( Tell Hassuna) 和梭万土丘 ( Tell es － Sawwan) 分别出
土了 1 件人形陶器 ( 图三，4) 和 2 件彩塑人面残片。眼睛呈咖啡豆状，彩绘眉毛和嘴巴。耶里姆 2
丘出土了 1 件人形陶器和 1 件动物形陶器，人形陶器除了表现面部特征外，乳房、胳膊和腿部都有
表现，还彩绘了发饰和服饰 ( 图三，6 ) 。多姆兹土丘 ( Domuztepe) 和阿尔帕锲亚土丘 ( Tell Ar-
pachiyah) 也分别出土了 1 件人形陶器。
西亚作为人类最早开始定居生活和农业起源的地区，伴随着农业的传播，一些陶器技艺也向西

传播至东南欧。公元前 6 千纪中叶至公元前 5 千纪以来，库库泰尼文化、温查文化、提萨文化等遗
址出土了丰富的人形陶器。这些人形陶器涵盖了中国境内人形陶器的所有类型 ( 图四) : ( 1) 器口
处塑造人面，如温查文化的阔嘴瓶，人面下方常见 “M”形或 “U”形纹饰; ( 2) 器表浮雕人物，
人物呈动态姿势; ( 3) 器纽处塑成人头，人头位于器物把手处或桌形器的四角; ( 4 ) 人足和人体
形器，人足形器，人物呈站姿或坐姿，人体形器，人物双手环绕置于胸前，器身有彩绘或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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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西亚出土的人形陶器和泥塑人像

1—3. 索托土丘 4. 哈苏纳土丘 5. 梭万土丘 6. 耶里姆 2 丘 7. 哈拉夫土丘

纹饰。
值得注意的是，西亚有着悠久的制作泥塑人像的传统。自公元前 10 千纪以来，西亚的遗址出

土了大量的泥塑人像。它们可以简单地分为抽象风格和写实风格两类。抽象风格的泥塑人像不表现
五官特征，头呈棒状，身体呈小提琴状。写实风格的泥塑人像通过捏塑或彩塑的方式表现五官，突
出女性的丰乳肥臀，多呈坐姿。人形陶器的制作明显受到了泥塑人像传统的影响 ( 图三) 。如哈苏
纳文化的泥塑人像和陶器上的浮雕人像都表现了棒状的头部和小提琴形状的身体。萨马拉文化的泥
塑人像和人形陶器都表现了咖啡豆形状的眼睛。哈拉夫文化的泥塑人像和人形陶器双手均位于胸
前。不论是泥塑人像，还是人形陶器，都会用倒三角形表示女性的性特征。除了泥塑人像外，西亚
和东南欧还出土了许多印章。印纹通常压印在黏土块或陶罐表面。印章具有标识身份的作用，可以
防止物品被篡改，在行政管理系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印章的印纹与泥塑人像上的彩绘装饰或文
身相关联�19。泥塑人像和泥塑动物也可用作印章�20。因此，浮雕于器表的人物可能与印章一样具有
身份标识的作用。公元前 3 千纪，安纳托尼亚和东南欧 ( 爱琴海北部、匈牙利中部和东北部) 流行
猫头鹰葬具�21。这种葬具如同人面陶器，在器口下方表现了眉毛和眼睛。公元前 2 千纪，骨灰瓮文
化广泛分布于欧洲�22。公元前 500 年前后欧洲出现人面瓮棺文化 ( Pomerelian Face Urn Culture) ，人
面瓮棺也是一种身份标识和象征。
中国的北福地遗址出土了年代最早的陶人面具，年代为公元前 6000—公元前 5000 年。面具最

突出的特征是五官镂空，四周穿孔以便于佩戴�23。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人形陶器也采用镂空的方式表
现面部特征。这种表现方式很可能受到了早期陶人面具的影响: 一是制作人面技术的传承; 二是暗
含了和陶人面具相似的内涵。人形陶器在制作之初可能受到陶人面具制作技法的影响。北福地遗址
房屋内出土的大量陶人面具表明了当时的仪式活动规模之大，频率之高。到了铜石并用时代，人形
陶器的塑造技法变得多样，彩绘或彩塑五官。除陶人面具外，大连北吴屯遗址、内蒙洪格力图和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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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类型
东南欧

器口处塑造人面

1 2 3

器表浮雕人物

4 5 6

器纽处塑成人头

7 8 9 10

人足 /人体形

11 12 13 14 15

图四 东南欧出土的人形陶器类型

1. 萨斯克罗文化 ( Sesklo Culture) 2、4、5、10、12、13. 温查文化 ( Vinca Culture) 3、6. 提萨文化 ( Tisa Culture) 7、
8. 卡拉诺沃文化 ( Karanovo Culture) 9. 漏斗颈文化 ( Funnel － necked Beaker Culture) 11. 库库泰尼文化 ( Cucuteni Culture)
14、15. 线形陶文化 ( Linear Pottery Culture)

宁东沟后洼遗址还出土了一些陶人面。这些陶人面在眼部周围彩绘或刻画圆形或线条。这一特征在
马厂文化的人形陶器上表现最盛，即黥面。这类器物因人头位于器纽处，也是人们拿取器物时通常
会接触到的部位，可能与仪式活动有关。
相比于西亚和东南欧，中国出土的泥塑人像数量较少。考古学家发现了红山文化和石家河文化

的泥塑人像。赤峰西水泉和辽宁东山嘴遗址出土的女性塑像，头部残损不见，乳房和腹部突起，呈
站姿或坐姿。石家河文化中期的邓家湾遗址出土了一批姿势丰富的泥塑人像，展现了人们不同的生
活场景。泥塑人像的年代虽然早于人形陶器，但对人形陶器塑造的影响很小。因为一是出土泥塑人
像的区域很少见人形陶器。人形陶器主要分布于西北地区的甘肃和青海两省。而西北地区的泥塑人
像仅见甘肃省博物馆展出的 2 件残存陶人头。二是泥塑人像和人形陶器对人物塑造的侧重点不同。
泥塑人像注重人物的姿势，而人形陶器则更倾向于表现人物的装饰，如发饰、黥面和器身彩绘。
中国西北地区和东南欧出土的人形陶器的类型最为相似。1925 年，安特生在甘肃进行考察活动

时发现仰韶文化和安诺文化、特里波利文化的陶器在器形和纹饰上具有很高的相似性�24，由此提出
了“中国文化西来说”�25。从东西方史前交流的时间看，马家窑文化时期是关键。石兴邦表示: “马
家窑文化发展的后半段，即半山—马厂类型和西方甚至远至中亚一带农业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存在
的。”�26半山类型彩陶上的锯齿纹和宗日类型彩陶上的尖顶冠形符号都受到中亚纳马兹加文化的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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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27。另外，齐家文化晚期、四坝文化出土的权杖头在西亚常见，且年代上早于中国�28。人形陶
器与西亚同类器物表现出的相似性也常常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佐证�29。但仅仅依靠相似的特征判
断它们的文化关系，将这种趋同性解释为文化传播的影响是武断的。从人面塑造看，东西方都采用
了戳印、刻画和彩塑的方式。西亚萨马拉文化的彩绘陶罐和马家窑文化的彩绘陶罐，以及半山文
化、马厂文化的人面陶器盖都会在眼部下方彩绘线条表示流泪。但西亚和东南欧的人面不表现耳
部，眼睛通常呈咖啡豆形状。彩绘连心眉，体现了黑海沿岸的欧洲人种特征。中国的人面五官常镂
空，彩绘柳叶眉，表现耳部。从器身纹饰看，东西方的人形陶器都彩绘水波纹、圆圈纹、网格纹和
叶脉纹。西亚、东南欧的人形陶器还彩绘或刻画多重 “U”形纹、螺旋纹、鸟爪纹、 “M”形纹。
中国的人形陶器的彩绘属同时期庙底沟文化、马厂文化等彩陶上的典型纹饰，如弧线圆圈三角纹和
蛙纹。另外，从塑造技术看，西亚的人形陶器受到了泥塑人像的影响。虽然人们在各个文化 ( 萨马
拉文化和哈拉夫文化) 中持续创作人形陶器，但人形陶器不仅数量较少，而且也没有明显的制作传

统的传承和器物历时性的演变。从它们的最终流向看，东南欧发展为葬具 ( 人面瓮) ，作为一种身
份标识。而中国在商周时期出土了人面青铜鼎、以裸人做器足的铜方鼎，以及人头和人面兵器，发
展成为了一种青铜礼器。因此，中国的人形陶器应为本土起源。

三、人形陶器的功能和内涵

在以往的研究中，人形陶器通常被解释成 “地母神”，是丰产的象征�30。史前先民创作人形像
题材源于原始巫术等精神生活的需求�31。柳湾遗址出土的浮雕人像彩陶壶被解释成萨满致幻造成的
身体变形和变性。这些解释总体基于原始心理、原始思维和原始宗教理论，忽视了人形陶器作为人
工制品的物质特征，以及它所反映的当时的社会实践、物对人的影响及其象征意义。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后过程考古学兴起，能动性和物质性成为解释社会意识形态和物
质象征意义的理论基石。近十年来，物质性已经成为西方人类学、社会学、考古学等学科越来越感
兴趣的话题，成为了新物质文化研究的核心�32。在后过程体系下，物质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物质文
化所包含的能动性、物质的象征意义、物质体现的社会关系以及物质对人的影响这几个方面。物质
性是研究物与人关系的理论，包括物的物质属性，如材质、形状、颜色等与人的关系以及物的社会
属性与象征意义同人的关系�33。物质文化不仅仅是人创造和表现出来的物质形式，同时物也折射出
了某种社会观念并且被人赋予了象征意义。人工制品的物质性被嵌入实践中，通过行动实现。物质
生活世界是由人构思和构建的，但在日常实践中物质反过来会塑造人类经验。
制作人形陶器的主要物质材料是黏土，器身的彩绘则取自当地的矿物颜料�34。黏土是史前时期

易于获得的一种原材料。人形陶器和陶人面具使用的是同一物质。器身所绘的彩和同时期彩陶上的
彩绘纹饰并无差异，是同时期典型纹饰风格的反映。制作人形陶器的材料、技术知识和操作顺序与
普通的生活类陶器并无明显区别。从物质的物理属性上看，并不能反映该器物的特殊性。
物质性的另一方面是物质的象征意义及对人的影响。人形陶器的制作是人将器物赋予了人格化

特质，还是陶器将人的特征物质化? 首先，人形陶器体现了陶器造型和人身体特征的对应。人们在
描述 1 件陶器时，对陶器各部位的描述源于人们对身体各个部位的称呼术语，如 “颈部” “肩部”
“腹部”等。阿尔伯蒂 ( Alberti B. ) 认为，人们将陶罐制作成人形，一方面概念化了身体，另一方
面概念化了器物�35。人们将人类的特征赋予到器物上，不仅仅装饰着器物，而且将器物人格化。在
这种制作工艺框架下，人们将身体元素纳入了陶器这种人工制品中，人形陶器就这样制作了出来，

身体的概念也通过陶器这一物质表达了出来。
其次，人形陶器融入了创造它们的实践节奏。它们是制作者 ( 陶工) 和承载者 ( 陶器) 相联

系和衔接的实体，反映的问题不仅关乎物质性，还有关于人们的生活实践。史前时期的西亚和东南
欧，人的形像最先通过泥塑人像表达，人们首先用三维立体的泥质品表现自身。随着农业的发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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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器的产生，又将人的特征与器物融合起来。二者都是真人的微型化表现。不论是泥塑人像，还是
陶人面具，都集中出土于居址附近，是家庭或社区生活中经常制作的物品，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作

用。人形陶器是史前人类实践活动，尤其是集体行动的记录。甘青地区发现了一些可供人类仪式活
动的场所。如大地湾三期的房屋 F405，复原后面积为 150 平方米，该建筑是史前部落的公共场所、
举行盛大活动的大会堂。F901 也是一座大房子，是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公共活动场所，用于集会、
祭祀或举行某种宗教仪式�36。永靖大何庄的“石圆圈”遗迹，由天然扁平砾石排列而成，石圈的旁
边有卜骨或牛、羊骨架，也是一处仪式活动场所�37。甘青地区出土了马家窑文化的陶铃、陶鼓�38。
同德宗日遗址、武威市磨咀子遗址和酒泉干骨崖出土了舞蹈纹彩陶盆，这些器物暗示着史前时期人
们举行了一些集体活动。南郑龙岗寺的 2 件人形陶器，1 件出自 M396，1 件出自 M394，墓主都为
女性。除随葬人形陶器外，颈部有绿松石坠饰。永昌鸳鸯池 M87，墓主为女性，随葬浮雕人头陶
器、陶罐、绿松石和骨珠。据《说文解字注》: “巫，祝巫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39墓主
的女性身份对应了巫者的女性身份，她们通过舞蹈和神灵沟通。青海上孙寨等遗址还出土了舞蹈纹
彩陶盆，其上彩绘多人共舞场景。舞蹈、音乐、装饰品、黥面和面具一同构建了当时仪式或巫术活
动的场景。现在的青海还保留着土族的舞蹈民俗，如同仁县土族於菟、大通蛙图腾舞和互助土族的
安召舞等。众人围圈载歌载舞，舞者有的半裸上身、面部涂彩、身体彩绘图案。这些仪式活动旨在
祈愿五谷丰登或祛疫逐邪。人们用物质资料重现了社会实践，是对社会记忆的记录。在某些情境
中，人们通过对物质破坏和埋藏来构建社会记忆。如西亚抹灰泥的头骨埋藏坑，通常被认为是纪念
祖先。西亚的耶里姆 2 丘的祭祀坑中埋藏了故意打破的陶碗和人形陶器，说明祭祀活动中存在着毁
器习俗。
人形陶器上的彩绘纹饰也与出土实物对应。一是珠子等装饰品的出土。马家窑文化的遗址出土

了骨臂饰、骨笄、珠子等装饰品。马厂文化流行串珠装饰。这些装饰品彩绘于人形陶器上，如柳湾
遗址出土的人形陶器颈部彩绘串珠纹。人形陶器上的人耳部有穿孔，暗示佩戴饰物。四坝文化人足
和人体形器可辨别出靴子。柳湾遗址出土了 1 件陶靴。马其顿 Tarinci遗址出土的人足形陶罐内盛装
了由河贝串成的项链�40。这些证据表明，人们在创作此类器物时，将人体造型和人类装饰品连接在
一起，该器物可能是某类人群所属或具有保护、保存其他物品的功能。

四、结 语

通过人形陶器的物质性研究我们发现，这类器物的制作原料为易于获得的黏土，应取自本地陶

土。陶彩也就地取材自矿物颜料，陶器上所绘纹饰也是同时期的典型纹饰。器物形制是生活中常见
的陶杯、陶碗和陶罐等。人形陶器背后展现的社会情境表明，这类器物是社会实践的反映，记录了
人们的仪式生活或某一类人的社会活动，是社会记忆构建的载体。这类器物在中国西北地区具有一
定的延续性。从制作技法和传统看，它们受到了陶人面具的影响，并且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延
续。从器物的分布上看，它们分布于渭河、洮河以及河湟谷地，并未跳出史前农业区之外的范畴。
这表明它们仍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并与农事丰产丰收和祛疫逐灾的仪式活动有关。
在与西亚和东南欧出土的人形陶器的比较中，我们发现，它们虽然在造型上有诸多的相似之

处，但这些相似性可能是在相似的农业环境下，或在相近的社会发展阶段导致人们在行为和思想上

的趋同。它们有相似的文化内涵，本身也都是农业发展的产物，这类器物与文化背景或社会情境紧
密相连，是人们在所处文化背景下的实践，以及仪式活动的记忆构建。尽管公元前 3000 年以来，
东西方文化已展现出诸多的交流迹象，但更多地表现了人群之间带来的原料、资源和技术上的交
流。像人形陶器这类可能存在思想和文化上交流的器物，必然伴随着人群的流动或迁徙。只有厘清
人群迁徙和文化交流路径才能做进一步的外来因素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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